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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自由主义浪潮席卷全球背景下，西
方发达国家的城市治理模式纷纷由传统的管理主
义转变为企业主义，引发了城市空间演化轨迹出
现新的动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分权化和市
场化为导向的制度变迁具有鲜明的新自由主义色
彩，推动了在城市土地开发中具有利益取向的企
业化地方政府的形成。基于租差理论的视角，通
过考察企业化地方政府作用于城市空间演化的机
制及其空间效应，本文认为当前中国城市空间演
化是企业化地方政府逐利的城市土地开发行为所
留下的空间烙印；企业化地方政府分享租差的诉
求和行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容易使其患上
严重的“土地财政依赖症”；在“增长优先”理
念指引下，企业化地方政府倾向于引导资本流入
有利于获取最大化租差的区位，而资本流入的空
间不平衡，也引发了城市空间的不均衡发展。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制度变迁；企业化地方
政府；城市空间演化；租差理论
A B S T R A C T:  I n  t h e  w o r l d w i d e  w a v e  o f 
neoliberalism, urban governance models in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changed from 
Managerialism to Entrepreneurialism, triggering 
the emergence of new trajectory of urban spatial 
evolutio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oriented at 
decentral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has shown a 
distinct neoliberal nature, resulting in the form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local governments that make 
profit from urban lan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ent gap, and examining the mechanism 
and spatial  effects of entrepreneurial  local 
government dealing with the process of urban spatial 
evolution, the paper argues that China’s urban 
spatial evolution is a spatial mark of profit-driven 
behavior of entrepreneurial local government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land development; it is fairly 
reasonable for entrepreneurial local governments 
to share the rent gap in order to make a profit, and 
it also makes local governments seriously depend 
on land finance; with the guidance of “growth first” 
concept, entrepreneurial local governments tend to 
guide capital flow into the specific locations where 
they can acquire the maximum amount of rent gap, 
and the spatial imbalance of capital inflows can lead 
to uneven development of urban space as well.
KEYWORDS:  neol iberal ism;  ins t i tu t ional 
transformation; entrepreneurial local government; 
urban spatial evolution; rent gap theory
1  导言
近年来，新自由主义浪潮席卷全球，成为
推动世界城市空间景观变迁的强大动力。与之
相适应，各国城市治理模式正由过去以城市基
础性建设、服务设施提供等为代表的城市传统
管理主义治理模式逐渐转变为以对外开放、适
应全球化浪潮等为代表的城市企业主义(urban 
entrepreneurialism)治理模式[1]，中国也不例外。
近年来，中国特殊的体制背景、经济发展和城市
化模式，引起国内外不少学者对中国的城市空间
演化问题的研究兴趣。但是，就现有研究成果而
言，主要根植于西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和特
定政治制度背景的传统空间发展和空间组织理
论，并不能对中国当前所经历的城市空间成长机
理做出全面系统而又令人信服的解释，从而也就
缺少解决这一问题有针对性的切实可行的对策。
不可否认，企业化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
间的激烈竞争关系，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城市
空间快速扩展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2～5]。但是，也不能忽视企业化地方政府
的投机性行为所引发的负面社会空间效应，例如
贫困与不平等在城市中的累积与加剧[6～9]，过度
的城市空间生产与消费[10～12]，持续的政府与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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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再开发过程中的紧张与对峙[13～15]。对于
企业化地方政府及其主导下的中国式城镇化道路
而言，既不能因为中国经济快速的发展和城市面
貌的日新月异就一味地歌功颂德，而罔顾其带来
的负面效应；也不能因为社会中存在着诸多的负
面与不和谐的现象就横加指责，而对中国城市的
飞速发展视而不见。这里需要以辩证的观点来看
待这一问题，在深刻剖析企业化地方政府主导下
的城市空间演化机理基础上，扬长避短，去芜存
菁，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正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2 企业化地方政府与城市空间演化理论分
析：基于租差理论的视角
2.1  衰退、租差与再开发
内城衰退远不是“自然”的城市变化的过
程，是且集中体现辩证矛盾的创造毁灭过程，其
中关键性要素就是租差的产生及其分配。
内尔·史密斯(Neil Smith)认为，城市衰退
本身就是生产绅士化的一个必要的阶段，当大规
模的土地所有者、投资者或金融机构停止向环境
恶化的邻里投入资本而转向投资于不同发展领域
的时候，城市衰退也就不可避免了[16]。在这一过
程中，资本化地租(由产权人实际收到的地租数
额)和潜在地租(在土地最高和最佳使用条件下产
权人能够获得的地租数额)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这种差异被称为“租差”(rent gap)。城市土地
贬值的连续过程将租金差距拉大到一定程度，使
得开发商通过进行潜在最大化开发而获取地租变
得非常有利可图。由此可见，租差是特定的空间
和时间背景下的产物，来源于基础设施投资、撤
资和再投资的复杂机制。当其他的条件满足的情
况下，这样的机制允许某些地区存在的大量租差
可以通过资本化地租的贬值和增值而被扩大和关
闭[17](图1)。
史密斯认为，城市不动产开发要经历以下5
个阶段的循环(图2)，即：新建及第一次使用循
环(new construction and the first cycle of use)；
租赁和自住房屋(landlordism and homeownership)
的变动；加速衰败及资金外流(blockbusting and 
blowout)；金融机构拒绝提供贷款(redlining)；废
弃(abandonment)。作为贬值的第五阶段，当邻里
条件不断恶化，建筑物不断贬值，使得每一个不
动产可以被用极低的价格购买，废弃就会发生。
废弃恰恰为绅士化提供了时机，因为此时开展的
绅士化具有盈利的可能性[18]。基于这5个阶段，
史密斯将内城衰退及其引发的绅士化看作是熊彼
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
过程，是资本而非人的“回归城市运动”(back-
to-the-city-movement)[19]。
2.2  企业化地方政府与租差的争夺
租差及其引发的再开发过程似乎是市场机
制作用的结果，但是实际上政府在其间扮演着关
键作用。正如哈梅尔所指出的，潜在地租是由在
整个城市尺度运作的要素所产生的，这些要素包
括大都市中租金分配的逻辑、大都市区的区位、
基础设施的开发建设和土地使用政策[20]。由此可
见，政府可以通过城市土地开发的政策和规制，
影响潜在地租的数量以及租差的分配。作为城市
基础设施的主要提供者、城市土地开发规则的制
定者和执行者，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几乎不可能
在城市土地开发和再开发过程中独善其身，仅仅
充当一个“裁判员”的角色。
在新自由主义浪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下，“企
业化地方政府”的诞生具有其必然性。在新自由
图1 史密斯的租差示意
Fig.1 Rent gap of Smith
注：销售价格=建筑价值+实际地租。
资料来源：Smith，1979。
图2 史密斯的不动产开发循环
Fig.2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cycle of Smith
资料来源：根据Smith(1979)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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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取向的制度环境下，激烈的全球尺度的资本
争夺和城市之间的竞争，使得城市政府面临着
巨大的改善投资环境和吸引投资的压力，必然会
被卷入到市场化的大潮之中，成为“企业化地方
政府”。这样一来，企业化的地方政府在城市空
间的再开发过程中不再是扮演事不关己的监管角
色，而是成为利益攸关的投机性主体，可以通过
特定的制度设计和执行，获取部分租差，进而影
响城市土地再开发和城市空间重构的过程。例
如，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开发密度、用途等多方面
的限制，规定当前的业主只能进行小规模独立的
建筑物修缮与改造，这样一来业主无法获取史密
斯所说的潜在地租即最大化的资本化地租；另一
方面，专业开发商可以进行大尺度的重建与成片
开发，可以实现最高且最佳土地利用，也就是可
以实现最大化的资本化地租，即潜在地租。从表
面上看，似乎开发商获得了潜在地租与实际地租
之间的差额，即租差。实际上，地方政府可以通
过控制土地从业主到开发商的环节，而将租差据
为己有。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企业化地方政府争夺
或者说分享租差的诉求，一定程度上具有其合理
性。作为潜在地租与实际地租之间差额的租差，
就其来源来说，其中的一部分(也可能是很大一
部分)来自政府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和城市环境改
善的外溢效应。在新自由主义的时代背景下，由
于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城市间竞争，城市政
府具有通过提供基础设施与服务、改善城市建成
环境等方式吸引外部投资的压力与动力。通常而
言，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城市环境具有投资规
模大、投资周期长以及集体消费的特点，私人企
业进行这方面的投资一方面存在较大的风险，另
一方面在经济上也未必可行。因此，城市公共基
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环境的改善通常是由地方政府
为主导来提供的。基础设施和建成环境的改善所
带来的特定区位可达性与发展潜力的变化，提高
了该区位最大资本化地租的空间，也就是提高了
潜在地租的水平，从而也导致了租差的扩大。由
此可见，企业化地方政府分享租差，并不完全是
通过制订城市土地开发的规则而获利的寻租行
为，也包括其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建成环境的投
资的合理回报。实际上，史密斯也注意到这一问
题，提出周边环境的改变，如交通系统等基础设
施的建设，是某些地区地租提高、租差扩大的原
因，于是土地租金转化为定量化衡量的差异化城
市空间景观价值[19]。
2.3  企业化地方政府与城市空间不平衡发
展
虽然企业化地方政府分享租差有其合理性，
但是过度逐利会扭曲企业化地方政府的行为，
从而导致资本流入的城市空间不平衡，或者说
必然导致城市空间的“不平衡发展”(uneven 
development)[19]。
企业化地方政府往往倾向于开发对自己有
利的预先设定的地点，即便这些地点并不是最为
需要社会投资和城市开发的空间[1]。为了达到这
样的目的，企业化地方政府也会积极采取城市营
销的策略，通过修建大型基础设施、举办盛大节
庆活动、编制高起点的战略规划、进行大规模的
舆论宣传等手段，吸引新的群体特别是中高收入
群体进入特定的区位，从而促发城市内部的绅士
化与再开发[21]。这样一来，地方政府的角色从
低收入人群社会保障的提供者，转变为面向中
层和上层阶级的城市居民提供商业服务和设施
的供应商[22]，并且使大量的城市公共财政的资金
从不能为企业化的地方政府带来直接收益的不相
关、无竞争力的部门(如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
等)转移到建成环境的开发建设上来，特别是转
移到能够为企业化地方政府获取大量租差收益的
特定区位上来。于是城市空间就因为资本投入的
不均产生了不同的景观：高品位的高端邻里与破
败的城市贫民窟(城中村)并存。并且从史密斯的
租差理论来看，后者也正是前者发生的基础和前
提。有学者认为，这种城市空间不平衡发展的情
况可以通过涓滴效应渗透到周边的低收入地区，
然而现有研究结果表明，这种涓滴的情况没有定
论[23]。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所引发的资本虚拟
化和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从地方性的城市空间中
流出，而进入了其他部门和/或资本循环，例如
离岸信托或对冲基金[24]。
总而言之，企业化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增长
优先”(growth first)策略所导致的城市空间不平
衡发展情况是长期而普遍存在的，从而使得城市
空间取代产业空间，成为新的“阶级冲突聚集的
场所”[25]。
3  新自由主义、制度变迁与中国的企业化
地方政府
改革开放以来，在席卷全球的新自由
主义思想的推动下，中国开展了以分权化
(decentralization)、市场化(marketization)为主要
特征的体制转型，其结果之一就是企业化地方政
府形成。
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被认为是实用
主义的(pragmatism)和渐进主义的(gradualism)，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转型模式引起了更多政治
家、学者们的关注，并认为其可能是一种非常
典型和理想的“体制转型范式”[26]。对于中国而
企
业
化
地
方
政
府
与
中
国
城
市
空
间
演
化
洪
世
键
P l a n n i n g  S t u d i e s
规划研究
12
城
市
规
划
 
C
ITY P
LA
N
N
IN
G
 R
E
V
IE
W
2017 年
 第
41 卷
 第
12 期
  V
O
L.41  N
O
.12  D
E
C
. 2017
去矛盾但互补的部分构成：市场机制和强力政府
控制”[35]628，佩克等人认为中国案例“实现了很
少的一致性，不管是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型国家还
是作为新自由主义国家，中国并没有显示出多少
功能上的一致性，也没有迹象表明二者之间存在
明显的转化。相反，中国将两种矛盾的形式整合
为一个整体”[34]380。
4  租差争夺、城市土地开发与土地财政依
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土地成为地方政府
可资经营的、最大活化的国有资产，成为获取城
市建设资金回报的重要渠道[36]。并且，凭借对城
市土地开发过程的控制和一级土地市场的垄断地
位，企业化地方政府更是全方位参与到争夺租差
的行列之中。
基于史密斯的租差理论视角，当前中国地
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可以理解为租差的实现过
程。如前所述，“租差”可以理解为城市内部特
定区位土地的潜在地租水平与实际的资本化地租
之间的差额，而潜在地租是由“最高和最佳使用
条件”所决定的。换句说话，潜在地租需要通过
改变土地用途(例如将工业用地变更为居住或商
业服务用地)或者土地开发强度与形式(例如将杂
乱无序、环境无序的城中村改造为高档居住区)
来实现。在当前的中国土地管理制度下，上述权
限掌控在地方政府手中。掌握城市土地开发控制
权的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指定土地开发密度与用
途转变的严格规定，限制业主自行的开发改造行
为，同时通过土地征收与出让程序，从业主手中
以相对较低的土地征收补偿为代价获取土地，而
后通过土地出让市场，以相对较高的土地出让金
将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开发商，这样一来，以潜在
地租与实际地租之间差额的形式存在的租差实际
上通过征收-出让的程序，以开发商支付的土地
出让款和付给不动产业主的征地补偿款之间的差
额的形式归地方政府所有。
具体来说，这里存在两个差额地租的来源
(图3)：其一，通过垄断土地使用权出让第一级
市场以及控制所有权性质转变的组合，使得地方
政府通过用地性质的转变(特别是从农业用地转
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带来了巨大的增长溢价[37]；
第二，通过垄断土地使用权出让第一级市场以及
控制城市土地(再)开发权组合，使得地方政府通
过城市建成环境的再开发也可以获得可观的差额
地租。不管哪种来源，其共同的结果都是地方政
府从城市土地出让中获取了一定数额的增值收
益，这部分增值收益可以理解为租差。由此可
见，在当前中国土地开发模式下，地方政府已经
图3 中国城市土地开发与流转示意
Fig.3 Urban land development and transfer in China
言，转型更加多重而复杂，涵盖政治体制、经济
结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在体制方面，
以分权化为特征的行政、财税和土地管理制度改
革，使得地方政府成为“准市场主体”，企业
化的管治倾向愈趋明显，城市政府在地方经济
事务中的决策空间得到极大拓展[27]；(2)在经济
领域，市场取代计划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
传统的高能源消耗、高碳排放、高原材料投入、
高劳动力密集、高环境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难
以为继，现代化进程将不可避免地承受传统产业
结构升级和经济全球化与新经济的双重压力[28]；
(3)在社会生活方面，体制和经济领域的转型以
及国家放松对社会资源控制程度的一个最重要
后果，是引起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的
加剧[29]。就此而言，中国的资本、人口、土地等
要素在城市空间内的迅速集聚和扩张，是全球化
背景下以实现地方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的城市企
业主义的具体体现[30]，并且嵌入到中国以集权化
为特征的行政管理体系之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
的“企业化地方政府”模式。因此，从一定意义
上说，近年来中国城市空间的剧烈变迁是新自由
主义驱动下制度变迁及其引发的政府企业化的必
然产物。
然而，学术界对于中国正在进行制度变迁的
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和范围仍存在一定的争议。对
此，学者们分为不同的阵营，一些学者认为近年
来中国推行的分权化、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城市
政府频繁干预经济发展与城市扩张，城市之间竞
争日益激烈，场所营造、大事件营销等城市空间
营销策略广泛使用成为新自由主义城市化实践的
证据[31,32]，另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是一个具有强烈
集权和政府干预色彩的发展中国家[33,34]。尽管存
在一定的争议，但是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度
变迁的新自由主义色彩及其地方政府的企业化倾
向，学者们还是存在一定的共识。只是相对于西
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情况更加复杂，更加充
满矛盾性。在综合两个阵营学者的观点基础上，
吴缚龙认为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型“由两个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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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城市土地开发的“裁判员”，更是积极参
与其中、并且能够获取可观收益的“运动员”，
成为在城市土地开发过程中具有利益取向的“企
业化地方政府”。
由于企业化地方政府深陷于争夺租差的游
戏之中难以自拔，导致其患上“土地财政依赖
症”。现阶段我国政府的土地收入集中在地方的
土地使用权交易环节，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规模
巨大，并且在地方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逐渐
增加。如表1所示，2007-2014年，全国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与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比例
由0.31∶1增长到0.53∶1，并且这一比例在2010
年一度将近0.69∶1。此外，在此期间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收入与地方公共财政收入的比例从
0.18∶1上升到0.32∶1，而同样在最高的2010
年，这一比例也达到了0.39∶1。不过，需要注
意的是，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获得的纯收益或
者说租差，要扣除包括征地拆迁补偿、土地出让
前期开发和补助被征地农民等在内土地出让成本
性支出部分。就此而言，土地出让对地方财政的
贡献，或者说是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
没有预想的那么严重。根据财政部公布的《全国
土地出让收支基本情况》，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
支出中用于征地拆迁补偿、土地出让前期开发和
补助被征地农民这三类成本性支出规模分别为
4986亿元、1322亿元和195亿元，也就是说成本
性支出占当年土地出让收入总额的46%左右；而
到2014年，这三类支出规模分别为21216亿元、
9206亿元和3530亿元，这意味着成本性支出占当
年土地出让收入总额的82%左右。由此可见，虽
然近年来土地出让收入增长很快，但是其中很大
一部分用于征地拆迁补偿、土地出让前期开发和
补助被征地农民等成本性支出，相应地地方政府
能够从土地出让中获取的净收益相对有限。 
从当前中国城市土地开发的逻辑来看，如果
将土地出让收入理解为企业化地方政府提供以城
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形式存在的商品和服务的
回报，那么地方政府通过城市土地开发获取收益
的行为原本无可厚非[38]。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说，
土地财政是中国城市化启动的关键制度，对于城
市化原始资本的积累起到重要作用：急剧膨胀的
“土地财政”帮助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起
原始资本，不仅使城市基础设施欠账逐步还清，
甚至还有部分超前(高铁、机场、行政中心)，由
此推动中国城市迅速崛起[39]。就此而言，土地财
政乃至企业化的地方政府对于近年来中国城市建
设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过，这
种从土地出让中获取增值收益(或者说租差)的企
业化地方政府运作模式目前遇到巨大的挑战。一
方面，经济增速放缓、土地市场需求不足等因素
使得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减少；另一方面，由于价
格刚性等因素的作用，征地拆迁补偿、土地出让
前期开发等成本性支出居高不下。收入和支出两
方面因素双重压缩了土地财政的规模，从而也使
得企业化地方政府模式的运作举步维艰。因此，
在经济新常态和城镇发展转型的背景下，以土地
财政和企业化地方政府为代表的传统城市土地开
发模式的转型将更加紧迫。
5  中国城市空间不平衡发展：制度变迁与
社会关系重组下的空间烙印
城市空间既是“物质空间”(p h y s i c a l 
space)，也是“社会空间”(social space)，是人
类活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交织作用的物化[40]。因
此，城市空间演化既是城市地域空间的平面和垂
直解构与重组过程，也是社会空间影响下既有物
质空间再开发与再创造的过程，即“空间再生
产”(spatial reproduction)的过程。从这一意义上
说，中国城市空间演化是制度变迁背景下中国城
市中不同主体社会经济变化的物质化和空间化[8]。
改革开放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驱动下的中国以
分权化和市场化为导向的制度变迁，重塑了政
府、市场、社会等不同主体的社会经济关系，而
表1 2007-2014年我国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的情况（单位：亿元）
Tab.1 Land use right leasing revenue and local fiscal revenue during 2007-2014 (unit: 100 million yuan)
资料来源：2007-2009年数据来源于贾康(2012)，2010-2014年数据来源于财政部“2010-2014年全国财政决算”专
栏，见财政部网站。
分项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7285 9942 14254 28198 31140 26652 39073 40386
地方本级财政收入 23575 28650 32603 40613 52547 61078 69011 75877
地方公共财政收入 41711 51641 61166 72954 92468 106440 117031 127468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地方本级财政收入
0.31:1 0.35:1 0.44:1 0.69:1 0.59:1 0.44:1 0.57:1 0.53:1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地方公共财政收入
0.18:1 0.19:1 0.23:1 0.39:1 0.34:1 0.25:1 0.33:1 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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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必然在城市空间载体上
留下印记。特别是作为资本与权力结合体的企业
化地方政府，积极参与和掌控城市土地开发，进
而成为推动城市空间演化的重要力量。由于企业
化地方政府具有其自身的利益取向，也就是具有
鲜明的投机性，因此其空间行为也就具有明确的
指向性。也就是说，企业化的地方政府通过提供
具有区位差异性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引导资本流
入租差最大或者说获利最为丰厚的区域，而资本
流入的空间差异导致了中国城市空间的不平衡发
展。由于政府的强力干预，这种城市空间的不平
衡发展是扭曲的市场机制作用下的空间结果，突
出地体现在高歌猛进的新城、过度开发的老城、
自生自灭的城中村等这样对比鲜明的空间景观
上。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分权化和市场化导
向的制度变迁逐步推进，中国的城市空间发生了
剧烈变迁，冠之以开发区、工业园、科技园、
新区／城、大学城、生态城、低碳示范区、文
化创意产业园区等不同称谓的新型城市空间次
第涌现，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中国新
城”(China’s new town)呼之欲出。如果说西方
“新城”是相对于“旧城” 或“老城” 而言，在
很大程度上是空间形态与社会结构之“新”，那么
“中国新城”则更多地寓示了在国家政治经济体制
转型和意识形态变迁大背景下所出现的一种不同于
传统城市及西方“新城”的制度与机制[41]。这些
名称和形式各异的新城是企业化的地方政府面对
全球化层面激烈竞争的主动回应，带有浓重的新
自由主义影响的烙印：为了应对日益激烈的全球
和各城市之间的竞争，地方政府想方设法创造足
够的空间来吸引和捕捉流动资本，于是城市经
营、土地资本化和政府运作模式企业化等各种新
的理念与模式被广泛使用，大事件和巨型工程
(megaevent/projects)在城市营销策略中也屡试不
爽[42]。由于城市政府的广泛参与和推动，中国新
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都是世界范围的其他区域
“新城”建设浪潮所不能比拟的。
在新城建设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同时，中国的
城市更新特别是中心城区的更新改造也在紧锣密
鼓地推进。但是，更新改造后的中心城区，将会
吸引更多的人口流入，从而加剧中心城区的拥挤
状况。基于史密斯的租差理论，在快速城市化的
背景下，城市中心往往是租差最大、最容易发生
绅士化和城市更新的区位：一方面，由于我国的
城市旧城区通常是城市的中心区，人口密集，商
业发达，具有很高的区位价值，也就是具有很高
的潜在地租；另一方面，由于老城区往往建设年
代久远，建筑物衰败严重，公共设施配套水平相
对不足，也就是实际地租相对低廉。这样一来，
高企的潜在地租和低廉的实际地租之间就形成了
巨额的租差。在诱人的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逐利
的企业化的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在旧城区更
新改造中，往往不惜损害城市的整体社会效益和
环境质量，进行高强度开发，导致旧城区建筑容
量过大，建筑密度过高，从而带来新的环境恶
化，城市的整体环境质量严重下降。再加上房地
产商热衷于建设商业和办公等短期赢利性建筑，
而不愿建设投资大、回报周期长的基础设施，而
企业化的地方政府在“增长优先”理念指引下，
关注的是能够直接提升投资环境而吸引更多外部
投资或者是能够进行大规模城市土地开发的区位
(例如新城)的基础设施与服务的供给，而有限的
财力有意无意地便会相对忽略或无法及时更新旧
城区相对退化的公共基础设施或服务，因而公共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不足已成为当前旧城区亟
待解决的问题[43]。
此外，在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还存在一
个令人诧异的景观，那就是“城市包围农村”。
除了上述受到政府和资本宠幸的新城和中心城区
之外，中国城市中还存在一些近乎被人遗忘但又
充满活力的“第三空间”[44]，那就是城中村。在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村如同一块块疤痕，夹
杂在光鲜靓丽的城市景观之间。正因为如此，城
中村也每每被视为困扰城市正常发展、影响城市
空间秩序、妨碍城市空间景观的“顽症”[41]。作
为农民工在城市中的一种重要聚居形式，城中村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由
于农民工对城市建成环境要求相对较低，面对房
租相对较为敏感，城中村的农民倾向于在宅基地
乃至农用地上最大限度地建房，甚至不惜违章建
造和改建，以谋取最大化的租金收益。虽然城中
村地处闹市，往往具有较高的潜在地租。但是由
于村民以房租形式获得实际地租相对可观，再加
之农民工也视城中村为当前条件下落脚城市的理
想去处，从而使得城中村的租差并不高。再加上
城中村居住密度高，社会关系复杂，开发成本
高，因而对于逐利的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而言，更
新改造的吸引力并不大。因此，城中村在嘈杂和
混乱中野蛮生长，同时也成为被权力和资本遗忘
的自生自灭的角落。当然，城中村没被权力和资
本眷顾只是暂时的，它的发展演变实际上是在遵
循着史密斯所说的不动产开发循环的五阶段理
论，在以“时间消灭空间”的逻辑下，沿着逐渐
衰败的通道最终走向再开发。
6  结论与讨论
无论是否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显著
的转型具有鲜明的新自由主义色彩。就此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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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可谓是新自由主义导
向下的城市空间演化天然实验室。中国城市空间
演化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矛盾与问题，也与新自由
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5]。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城市空间演化是企
业化地方政府逐利的城市土地开发行为所留下的
空间烙印。分权化和市场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制度变迁的主旋律。在此过程中，中央-地方关
系的重塑以及地方利益主体地位的确认，使得地
方政府逐渐成为高度趋利的主体。由于迅速发展
经济是地方利益所在，因此追求发展便成为地方
政府的头等大事。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的政策
目标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提供地方福利与服务，而
是积极地利用企业家精神来改革公共管理部门，
实施更加外向性的、用于培育和鼓励地方经济发
展的行动和政策，即建立“企业化地方政府”。
而在分权化的背景下，由于大部分的财政收入收
归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虽然肩负着发展经济和城
市建设的重任，但是缺乏预算内的财政收入来
源，只能转向或热衷于追求预算外的财政收入。
在“双重二元化”的土地市场结构下，土地无疑
成为地方政府可资利用的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资
本，城市开发特别是农业用地向城市建设用地转
化过程中巨大的增值收益也自然成为地方政府
重要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资金来源[37]。因此，
地方政府理所当然地扮演着城市土地开发主导
者的角色，也自然而然地养成了对土地财政的依
赖。企业化的地方政府凭借对城市土地的垄断与
控制，分享与争夺以潜在地租与实际地租之间差
额形式存在的租差，从而推动不同区位的城市空
间沿着不同的发展轨迹演化，产生了以靓丽的新
城、拥挤的老城、杂乱的城中村等为代表的不均
衡发展的城市空间景观。由此可见，在新自由主
义导向的制度变迁背景下，资本驱动的中国地方
政府显露出企业化的逐利本性，其空间和景观的
变迁都与政府的行为和资本的积累紧密相联。
作为渐进式体制转型、快速经济发展和城市
化过程作用于空间地域的重要表征，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的城市空间发展演化表现出令人惊异的多
变性，世界上没有现成的理论能够系统全面地解
释和回答中国复杂而快速的城市空间成长现象，
可以说中国城市空间成长所出现的问题就是城
市研究领域最前沿的问题之一[45]。而令人遗憾的
是，当前中国城市空间演化的理论研究过多停留
在机械引进西方城市空间理论阶段，而根植于西
方城市空间演化实践的城市空间理论并不能完全
契合中国的实践，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中国城市空
间演化背后隐藏的复杂动力机制。时代的机遇和
理论的贫瘠迫切需要建立适应中国国情的城市空
间演化理论体系，进而开辟一个在国际学术界具
有一定话语权的研究领域，这是摆在中国城市规
划、城市地理和城市经济等领域学者们面前的光
荣而艰巨的任务，也是中国城市空间科学研究登
上世界学术之巅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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